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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明确“十四
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时，提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明显增强”。聚焦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问题，在已有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全国和２０１９年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２个系统指标的数据，通过熵值
法并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总体稳步提
升，而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仍有明显差异。基于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２０１９年内蒙
古、广西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达到全国同期水平，其他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低于全国同期发展水平；民

族地区８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均低于全国同期发展水平。２０１９年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
度最好的省份是内蒙古，为良好协调，距同期我国两者耦合协调度为优质协调还有一定的距离。在新型城镇化一级指

标中，权重最大的是多元城镇化，为３２．３３％，二级指标中城镇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数的权重最高，为１０．１４％；在乡
村振兴一级指标中权重最大的是产业兴旺，为２６．０８％，二级指标中农村用电量权重最大，为１０．５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乡村振兴发展速度比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快，两者耦合协调程度

从严重失调提升至优质协调。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存在较大差异：（１）达到良好协调和中级协调的
地区分别是内蒙古和广西，内蒙古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排在第１位，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排在第２位；广西新型城镇化
发展水平排在第２位，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排在第１位；（２）贵州和新疆为初级协调地区，云南和宁夏为勉强协调地区，贵
州、新疆、云南、宁夏４个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分别排在第５、第３、第７、第６名，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分别排在第３、第６、
第５、第７名；（３）西藏和青海分别为轻度失调和重度失调地区，西藏和青海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分别排在第８、第４位，乡
村振兴发展水平分别排在第４、第８位。在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优质协调背景下，政府应释放更多政策红利，民族地
区应加强自身发展，发挥自身优势，调整产业结构，以促进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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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把“城乡区域发展协

调性明显增强”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要目标之一。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

海、宁夏、新疆是我国的民族地区，受人文环境、历

史积累、地理环境影响，经济基础较薄弱［１］，城镇化

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加强新型城镇化与

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促进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

的有效途径，也是提高经济实力的有力保障。当前

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验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决胜期，民族地区能否顺利实现农村人口脱贫与

全国能否赢得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

唇齿相依的关系。探究民族地区城镇与农村的关

系，分析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中的影响因

素，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度的角度了解民

族地区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

提出对策建议，对民族地区城乡发展具有指导性意

义，对促进我国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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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意义。

１　研究现状

当前，关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研究一直

都是学术界的焦点。学者通过不同角度、不同方法

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因素、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经

济发展的影响因素、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且

研究成果颇丰。马长发等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

度模型测算出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低于

新型城镇化水平，且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耦合协调

度也较高，内蒙古、重庆、广西、四川等发展水平较

高的地区两大战略实现良性互动，青海、西藏等较

落后的地区两者勉强协调［２］。蔺亚娟基于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年河南省的面板数据对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
化进行时间和区域上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发现

河南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呈增长态

势，各市全部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乡村振兴与新

型城镇化协调空间格局存在区域差异性，具有空间

异质性［３］。陈桂生等针对山西、黑龙江、四川等省

采取入户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发现城镇化虹吸脱

贫攻坚的“有生力量”、区域农业发展与工业化进程

失衡、农村土地开发利用的微梗阻等城市化进程与

减贫实践间的张力阻碍了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发

展［４］。姚清晨等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

同步推进的视角研究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困境，

发现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存在城乡二元结构束缚等

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对策建议［５］。刘依杭认

为，乡村振兴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功能产品（如劳动

力、原材料、能源等）的供给，乡村振兴战略在不断

释放农村消费市场潜力的同时，推动城乡功能对

接，为构筑宜居宜业宜人的空间发展新格局和新型

城镇化建设提供绿色空间和生态保障，同时指出当

前制约二者协同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农业现代化水

平不高、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不足、对接不畅、服务保

障机制不均衡、治理体系不健全等，并对此提出对

策建议［６］。段龙龙以逆城镇化为视角，探索新型城

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的新路径，指出应积极发

挥逆城镇化规律在完善城镇化进程和带动乡村振

兴中的双重共振效应，并通过引导融合型产业下

乡、充实壮大县域空间载体和加强逆城镇化制度供

给体系建设来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同

发展［７］。

纵观已有研究成果，关于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

与乡村振兴协调度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结合

我国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和民族地区２０１９年新型城镇化
与乡村振兴２个系统的指标数据，通过熵值法［８］和

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９］进行分析，得出新型城镇化

与乡村振兴的综合指标评价，并找出２个系统的耦
合协调度，剖析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的

障碍因素，进而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推进民族地

区“十四五”农业农村发展规划提供参考依据。

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２．１　研究方法
分析我国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和民族地区２０１９年的

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以及两者

间的协调发展度，构建指标体系模型来全面反映新

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发展关系，运用熵值法确定

指标权重，构建协调发展关联度评价模型，分别将

我国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１０个年份和民族地区 ８个省
（区）按照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度进行

梯度分类，进而提出推进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对策建议和路径选择。

２．２　数据来源及标准化处理
选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后，根据

评价指标查找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全国和２０１９年民族地
区城镇与乡村的相关数据，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相关部

门发布和收集的信息。指标数据收集的难易程度

不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 ＧＤＰ等通过
查阅统计年鉴可以直接获得，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二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等则需通过计算
得到。

收集到的指标原始数据往往存在计量单位不

统一的问题，不能直接用于综合发展水平的计算。

需要对指标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以消除量纲

对结果的影响［１０］。正向指标是指被选取的指标数

值越大对评价结果越有利，逆向指标则是被选取的

指标数值越小对评价结果越有利。根据正向指标

与逆向指标的含义和特点，选取指标的标准化公式

定为：

当Ｘｉｊ为正向指标时，
Ｘｉｊ′＝（Ｘｉｊ－Ｘｍａｘ）／λ＋０．０１； （１）

当Ｘｉ为逆向指标时，
Ｘｉｊ′＝（Ｘｍａｘ－Ｘｉｊ）／λ＋０．０１。 （２）

式中：Ｘｉｊ′表示标准化后得数；Ｘｉｊ表示某地区第 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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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的第 ｊ个指标；λ取 Ｘｉｊ指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之差。

２．３　指标选取
２．３．１　新型城镇化指标的确定　根据《国家新型
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以下简称《城镇规
划》），新型城镇化的基本要求是以人为本、集约高

效、绿色发展、四化同步、城乡一体、多元特色。本

研究根据《城镇规划》新型城镇化的内容和影响机

制，结合实际选取６个一级指标和２８个二级指标。
２．３．１．１　人口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
的核心，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

新型城镇化［１１］，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就业

部门由农业向城镇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以及城镇

常住人口增加。因此，选取城镇人口比重、人口自

然增长率、城镇非私营单位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

员比重３个二级指标来反映人口转移的情况。
２．３．１．２　产业城镇化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产城
融合的四化同步是推进城镇化发展和增强城镇产

业能力的有力支撑，是推动城镇经济快速发展的有

力抓手［１２］。城镇的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

水平、第二和第三产业占比、国民收入情况以及经

济发展质量。本研究选取６个二级指标：人均ＧＤＰ、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城镇人均实际利用外贸金

额、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地方财政
收入占ＧＤＰ比重、科学技术经费占 ＧＤＰ比重来说
明产业城镇化情况。

２．３．１．３　多元城镇化　多元城镇化的内容涵盖医
疗、教育、休闲、基础设施等［１３］，推进城镇的多元化

以形成形态多样、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本

研究选取７个二级指标：专利申请数、城镇每１０００
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病床数、每１０万人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平均在校生数、教育经费占 ＧＤＰ比重、城镇
居民生活最低保障人数、每１万人市容环卫专用车
辆数、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量来阐述多元城镇化

情况。

２．３．１．４　生态城镇化　生态文明是构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１４］。生态文明

是发展绿色城镇化的重要举措［１５］。目前，城镇居民

更渴望生活在优美的生态环境里，充满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本研究选取４个二级指标：城市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城市每１万人拥有公
厕数、城市垃圾清运量，分别从生态基础和环境保

护２个方面说明生态城镇化情况。

２．３．１．５　生活城镇化　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显著提
高、城乡发展差距明显缩小是提升人们生活水平的

体现，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动

力［１６］。本研究从城镇居民收入情况和基本生活保

障２个方面选取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城镇人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居民教育文化娱乐人均

消费、居民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城镇每１万人拥有医
疗卫生机构数５个二级指标阐述生活城镇化情况。
２．３．１．６　布局城镇化　优化布局推进集约高效的
城镇化，可以提高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大中

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镇化布局和形态的优

化、辐射作用大的城镇群是新型城镇化的必要条件

之一。本研究选取３个二级指标：市区人口密度、人
均城市道路面积、建成区面积占城区面积的比重来

反映布局优化的城镇化。

２．３．２　乡村振兴指标的确定　《国家乡村振兴战
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以下简称《乡村规划》），
明确坚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

工作的总抓手，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围绕推动乡村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五个振兴”，对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作出总体设计和阶段谋划，细化实化工

作重点、政策措施、推进机制，部署重大工程、重大

计划、重大行动，确保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根

据《乡村规划》内容，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５个一级指标出发，选取２０
个二级指标具体分析乡村振兴的发展进程。

２．３．２．１　产业兴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

之间的矛盾，消除矛盾的关键在于缩小城乡之间的

差距，消除城乡差距须促进产业兴旺［１７］。本研究选

取４个指标：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粮食产量、有效
灌溉面积、农林牧渔业产值比重来阐述产业兴旺

情况。

２．３．２．２　生态宜居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的重要内容，生产、生活的区域既有舒适的生态

环境，也有精神愉悦的社会人文环境是生态宜居的

体现，习总书记２０１３年就提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惠民的民生福祉”［１８］。根

据生态宜居对自然生态环境和乡村基础设施的要

求，本研究选取５个二级指标：单位耕地面积农药施
用量、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村人均太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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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器集热面积、农村用电量、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来阐明生态宜居的情况。

２．３．２．３　乡风文明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经济发
展的助力，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引领旗帜，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保障［１９］。根据乡风文明对高标准做

好农村文化设施建设的要求，本研究选取５个二级
指标：广播电视覆盖率、乡（镇）文化站、每１万人拥
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病

床使用率、农村居民人均教育及文化娱乐支出比重

来体现。

２．３．２．４　治理有效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成败的关键，当前农村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治

理有效问题，实现农村有效治理有利于实现农村和

谐发展、农民安居乐业，实现乡村振兴［２０］。本研究

选取１个二级指标，即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占公共预
算支出比重对乡村治理的有效情况作阐述。

２．３．２．５　生活富裕　生活富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奋斗目标，农民增收致富、城乡收入差距减小、

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提升是乡村生活富裕的重要体

现［２１］。为体现乡村生活富裕情况，本研究选取５个
二级指标：乡村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比、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农村居民恩

格尔系数、农村低保人数占比。

２．４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进程评价模型的
构建

２．４．１　确定指标权重，计算综合发展水平———熵值
法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１）各项指标比重：
Ｒｉｊ＝Ｘｉｊ′／∑

ｍ
ｉ＝１Ｘｉｊ′； （３）

（２）各指标的熵值：
δｊ＝（ｌｎｍ）［∑

ｍ
ｉ＝１ＲｉｊｌｎＲｉｊ］； （４）

（３）指标Ｘｊ的权重：

ωｊ＝δｊ／∑
ｍ
ｉ＝１δｊ； （５）

（４）各指标得分：
μｉ＝∑

ｎ
ｊ＝１ωｊＸｉｊ′； （６）

（５）各子系统发展综合评价指数：
Ｆｉ＝∑

ｍ
ｉ＝１ωｊμｉｊ。 （７）

２．４．２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度模型的构建
　协调度是用来衡量系统之间或同一系统内部不
同要素之间程度高低的数量标准。城镇与农村是

社会的两大子系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发展

状况是这２个子系统的外在表现，通过比较可以确
定两者在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关系。

假设正数Ａ１，Ａ２，…，Ａｍ为描述新型城镇化特征
的ｍ个变量，正数Ｂ１，Ｂ２，…，Ｂｎ为描述乡村振兴特
征的ｎ个变量，根据公式（１）～公式（７）计算出综合
评价指数Ｆａ、Ｆｂ。通过对协调概念的论述与分析可
知，Ｆａ与Ｆｂ的离差越小情况越好，即离差系数越小
表明情况越好、越协调。离差系数是相对量，其计

算公式为Ｃｖ＝σ／［（Ｆａ＋Ｆｂ）／２］＝２１／２×｛１－Ｆａ×
Ｆｂ／［（Ｆａ＋Ｆｂ）／２］

２｝。使 Ｃｖ越小越好的充分必要
条件为Ｃ′＝（Ｆａ×Ｆｂ）／［（Ｆａ＋Ｆｂ）／２］

２越大越好。

由此得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度计算公

式Ｃ＝｛（Ｆａ×Ｆｂ）／［（Ｆａ＋Ｆｂ）／２］
２｝ｋ。其中：Ｃ为

协调度，０≤Ｃ≤１，Ｋ为调节系数，Ｋ≥２。协调度 Ｃ
取最大值时，协调状态最好；Ｃ取最小值时，协调状
态越不好，失调状态越严重。

协调度 Ｃ值反映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综
合发展水平数值Ｆａ与 Ｆｂ的协调关系，不能反映二
者协调发展水平。因此，需要一个新的变量来反映

二者协调发展的高低，定义该变量为协调发展关联

度Ｄ。令Ｄ＝（Ｃ×Ｔ）１／２，Ｔ＝αＦａ＋βＦｂ。其中：Ｄ为
协调发展关联度；Ｃ为协调度；Ｔ为新型城镇化与乡
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它反映新型城镇

化与乡村振兴的整体水平；α、β为特定权数。通常
耦合协调度的取值越大，则系统之间耦合协调性越

好，反之则越差。根据葛世帅等的研究方法［２２］，耦

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见表１。

表１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耦合协调度Ｄ值区间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度

（０．０～０．１） １ 极度失调

［０．１～０．２） ２ 严重失调

［０．２～０．３） ３ 中度失调

［０．３～０．４） ４ 轻度失调

［０．４～０．５） ５ 濒临失调

［０．５～０．６） ６ 勉强协调

［０．６～０．７） ７ 初级协调

［０．７～０．８） ８ 中级协调

［０．８～０．９） ９ 良好协调

［０．９～１．０］ １０ 优质协调

３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的综合评
价分析

３．１　新型城镇化水平指标权重
熵值是物理计量单位的一种，熵值越大说明数

据越混乱，信息的携带量越少，效用值就越小，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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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值就越小；反之熵值越小，权重值就越大。根据

熵值的信息量确定指标权重的研究方法即熵值

法［２３］。本研究通过熵值法确定新型城镇化各评价

指标的权重（表２）。由表２可知，各项指标间的权
重有一定的差异，在一级指标中，权重最大的是多

元城镇化，为３２．３３％；权重最小的是人口城镇化，

为４．９５％；在二级指标中，城镇每１万人拥有医疗
卫生机构数的权重最高，为１０．１４％，其次是城镇人
均实际利用外贸金额的权重，为９．９２％，城镇化人
口比重的权重较低，为０．８７％、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的权重为０．９３％。

表２　新型城镇化水平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权重

（％） 二级指标 代号 指标单位
权重

（％）

人口城镇化 ４．９５ 城镇化人口比重 Ａ１ ％ ０．８７

人口自然增长率 Ａ２ ％ ２．２９

城镇非私营单位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Ａ３ ％ １．７９

产业城镇化 ２５．０８ 人均ＧＤＰ Ａ４ 元 １．８７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Ａ５ ％ １．４９

城镇人均实际利用外贸金额 Ａ６ 美元／人 ９．９２

二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 Ａ７ ％ ７．４１

地方财政收入占ＧＤＰ比重 Ａ８ ％ １．７５

科学技术经费占ＧＤＰ比重 Ａ９ ％ ２．６４

多元城镇化 ３２．３３ 专利申请数 Ａ１０ 件 ７．３７

城镇每１０００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病床数 Ａ１１ 张 １．７４

每１０万人口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平均在校生数 Ａ１２ 人 １．６２

教育经费占ＧＤＰ比重 Ａ１３ ％ ７．２４

城镇居民生活最低保障人数 Ａ１４ 万人 ６．７２

每１万人市容环卫专用车辆数 Ａ１５ 台 ４．４７

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Ａ１６ 册 ３．１７

生态城镇化 １０．９６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Ａ１７ ｍ２ １．７７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Ａ１８ ％ ０．９３

城市每１万人拥有公厕数 Ａ１９ 个 １．８９

城市垃圾清运量 Ａ２０ 万ｔ ６．３７

生活城镇化 １７．３２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Ａ２１ 元 １．６４

城镇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Ａ２２ 万元 ２．０９

城镇居民教育文化娱乐人均消费 Ａ２３ 元 １．５４

居民人均日生活用水量 Ａ２４ Ｌ １．９１

城镇每１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数 Ａ２５ 个 １０．１４

布局城镇化 ９．３６ 市区人口密度 Ａ２６ 人／ｋｍ２ ２．１２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Ａ２７ ｍ２ １．６２

建成区面积占城区面积比重 Ａ２８ ％ ５．６２

　　注：数据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可得。

３．２　乡村振兴水平指标权重
由表３可知，在一级指标中权重最大的是产业

兴旺，为２６．０８％；乡风文明次之，为２４．０８％；治理
有效指标权重最小，为３．２４％。在二级指标中，农
村用电量的权重最大，为１０．５０％，乡（镇）文化站数
量次之，为９．９７％，而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的
权重最小，为１．５８％。

３．３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水平综合评价
３．３．１　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水平综合评价
　采用各个指标权重，根据公式（１）～公式（６）可以
得出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的
综合得分（表 ４、表 ５）。由表 ４、表 ５可知，２０１０—
２０１９年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和乡村振兴水平综合
得分都呈上升趋势，表明我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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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乡村振兴水平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权重

（％） 二级指标 代号 指标单位
权重

（％）

产业兴旺 ２６．０８ 人均农业机械总动力 Ｂ１ 亿Ｗ ５．６６

粮食产量 Ｂ２ ｋｇ／ｈｍ２ ２．７０

有效灌溉面积 Ｂ３ ×１０３ｈｍ２ ９．６７

农林牧渔业产值比重 Ｂ４ ％ ８．０５

生态宜居 ２３．５５ 单位耕地面积农药施用量 Ｂ５ ｋｇ／ｈｍ２ ２．２０

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 Ｂ６ ｋｇ／ｈｍ２ １．５８

农村人均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 Ｂ７ ｍ２／人 ６．９２

农村用电量 Ｂ８ 亿ｋＷ·ｈ １０．５０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Ｂ９ ％ ２．３５

乡风文明 ２４．０８ 广播电视覆盖率 Ｂ１０ ％ １．８７

乡（镇）文化站数量 Ｂ１１ 个 ９．９７

万人拥有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数 Ｙ１２ 人 ８．２４

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病床使用率 Ｂ１３ ％ １．７３

农村居民人均教育及文化娱乐支出比重 Ｂ１４ ％ ２．２７

治理有效 ３．２４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占公共预算支出比重 Ｂ１５ ％ ３．２４

生活富裕 ２３．０５ 乡村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Ｂ１６ 万元 ５．５６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Ｂ１７ ％ ３．９３

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Ｂ１８ ％ ４．２６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Ｂ１９ ％ ５．２１

农村低保人数占比 Ｂ２０ ％ ４．０９

兴发展向前发展。从各项一级指标看，同一年份新

型城镇化的多元城镇化水平得分较其他５个一级指
标得分高；同一年份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水平综合

得分较其他４个一级指标得分高，表明在本研究中
多元城镇化和产业兴旺指标分别对新型城镇化和

乡村振兴影响最大，这与其权重有正相关关系。

由表４可知，在人口城镇化中，２０１６年得分最
高，为０．０２７５；在产业城镇化中，２０１８年得分最高，
为０．０６４１；在多元城镇化中，２０１８年得分最高，为

０１５３３；在生态城镇化中，２０１９年得分最高，为
００９９０；在生活城镇化中，２０１４年得分最高，为
００４６９；在布局城镇化中，２０１９年得分最高，为
０．０３６７。６个一级城镇化指标中，２０１０年综合得分
最低，分别为 ００１３４、０．０４８５、０．１０３２、０．０６７１、
００２４１、０．０１５９；各指标极差分别为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１５６、０．０５０１、０．０３１９、０．０２２８、０．０２０８。综合
得分最高的是２０１９年，为０．４１９８，最低的是２０１０
年的０．２７２２，极差为０．１４７６。

表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我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得分

年份
得分

人口城镇化 产业城镇化 多元城镇化 生态城镇化 生活城镇化 布局城镇化 综合

２０１０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４８５ ０．１０３２ ０．０６７１ ０．０２４１ ０．０１５９ ０．２７２２

２０１１ ０．０１６２ ０．０５５５ ０．１１４７ ０．０７０２ ０．０２６２ ０．０１８８ ０．３０１６

２０１２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５４５ ０．１２６０ ０．０７３５ ０．０３３７ ０．０２２１ ０．３２８５

２０１３ ０．０２２７ ０．０６０２ ０．１２８０ ０．０７４３ ０．０３４８ ０．０２５０ ０．３４５０

２０１４ ０．０２４３ ０．０６００ ０．１２６１ ０．０７７６ ０．０４６９ ０．０２７５ ０．３６２４

２０１５ ０．０２４３ ０．０５８８ ０．１３３９ ０．０８０８ ０．０３３４ ０．０２７９ ０．３５９１

２０１６ ０．０２７５ ０．０５８３ ０．１４３４ ０．０８５１ ０．０４０３ ０．０２８６ ０．３８３２

２０１７ ０．０２６３ ０．０６１６ ０．１４６７ ０．０８９９ ０．０４０４ ０．０３１０ ０．３９５９

２０１８ ０．０２４１ ０．０６４１ ０．１５３３ ０．０９４１ ０．０４５６ ０．０３３７ ０．４１４９

２０１９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６２６ ０．１５３１ ０．０９９０ ０．０４３３ ０．０３６７ ０．４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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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５可知，在产业兴旺中，最高分是２０１５年，
为 ０．１７９５，最低分是 ２０１８年，为 ０．１６５２，相差
０．０１４３；在生态宜居中，最高分是 ２０１９年，为
０．１７０５，最低分是 ２０１０年，为 ０．１０５１，相差
０．０６５４；在乡风文明中，最高分是 ２０１７年，为
０．１５９４，最低分是 ２０１０年，为 ０．１３８６，相差

０．０２０８；在治理有效中，最高分是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
为０．０２５５，最低分是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为０．０１１１，相
差０．０１４４；在生活富裕中，最高分是 ２０１９年，为
０．０７８０，最低分是 ２０１１年，为 ０．０５４０，相差
０．０２４０。综合得分最高的是２０１９年，为０．５９９９，
最低的是２０１０年，为０．４７７５，相差０．１２２４。

表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我国乡村振兴水平得分

年份
得分

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综合

２０１０ ０．１６５３ ０．１０５１ ０．１３８６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５７４ ０．４７７５

２０１１ ０．１７０１ ０．１１３６ ０．１３９９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５４０ ０．４８８７

２０１２ ０．１７４４ ０．１２６０ ０．１４３０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５７５ ０．５１２０

２０１３ ０．１７５６ ０．１４１７ ０．１５５４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７７８ ０．５６５２

２０１４ ０．１７６８ ０．１４８４ ０．１５４８ ０．０１８３ ０．０６６８ ０．５６５１

２０１５ ０．１７９５ ０．１５５１ ０．１５５９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６３９ ０．５７６３

２０１６ ０．１７０８ ０．１６１０ ０．１５７６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６６４ ０．５７７７

２０１７ ０．１６７５ ０．１６６７ ０．１５９４ ０．０２５５ ０．０６５９ ０．５８５０

２０１８ ０．１６５２ ０．１６８１ ０．１５８６ ０．０２５５ ０．０７１０ ０．５８８４

２０１９ ０．１６８６ ０．１７０５ ０．１５７３ ０．０２５５ ０．０７８０ ０．５９９９

３．３．２　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水平综合
评价　由表６可知，人口城镇化指标中最高分是内
蒙古，为０．０３９８，最低分是西藏，为０．００９２，极差为
０．０３０６；产业城镇化指标中得分最高的是广西，为
０．２１０３，最低分是新疆，为 ０．１２８７，极差为
０．０８１６；多元城镇化指标中得分最高的是内蒙古，
为０．１４３５，最低的是云南，为 ０．０４４９，极差为
００９８６；生态城镇化指标中得分最高的是西藏，为
００３３７，得分最低的是青海省，为０．０１０８，极差为
００２２９；生活城镇化指标中得分最高的是内蒙古，
为 ０．１５３２，最低的是云南，为 ０．０４５８，极差为
０１０７４；布局城镇化指标中得分最高的是新疆，为
００９０２，最低的是西藏为０．０１５７，极差为 ０．０７４５。
综合得分最高的是内蒙古，为０．５２７４，最低的是西
藏，为０．３００１，极差为０．２２７３。

根据２０１９年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得
分可知，民族地区８个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差异较
大，最高分内蒙古是最低分西藏的１．７６倍，根据表
６计算结果将民族地区８个省份分为３个类别，综
合得分在（０．３０，０．３５］区间的为第１类，有西藏、宁
夏、贵州、云南等 ４个省份；综合得分在（０．３５，
０４５］区间的为第２类，有青海和新疆２个省份；综
合得分在（０．４５，＋∞）区间的为第３类，有内蒙古
和广西２个省份。第１类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较

低，西藏在人口城镇化和布局城镇化上水平最低，

云南在多元城镇化和生活城镇化上水平最低，宁

夏、云南和贵州在生态城镇化上排名靠后。第２类
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青海省在人口城镇

化、生活城镇化、布局城镇化上分别排名第三、第

二、第一；新疆在多元城镇化和生活城镇化上分别

排名第二和第三。第 １类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最
高，内蒙古在人口城镇化、多元城镇化、生活城镇化

上均排在第一；广西在产业城镇化上排在第一，在

人口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布局城镇化上均排在

第二。

　　由表７可知，２０１９年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水平综
合得分最高的是广西，为０．３８７４，最低的是青海省，
为０．３０２１，相差０．０８５３。从各个一级指标来看，产
业兴旺中得分最高的是新疆，为０．１２９０，最低的是
青海省，为０．０１７５，相差０．１１１５；生态宜居中得分
最高的是西藏，为 ０．１２８９，最低的是新疆，为
０．０３２７，相差０．０９６２；乡风文明中得分最高的是西
藏，为 ０．０９８３，最低的广西为 ０．０４８４，相差
０．０４９９；治理有效中得分最高的是宁夏，为０．０３２７，
最低的西藏为０．０００３，相差０．０３２４；生活富裕中得
分最高的是贵州，为０．１７８２，最低的宁夏为０．１１５１，
相差００６３１。另外，各省份存在明显的差异，综合
得分最高分的广西是最低分青海省的１．２８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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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１９年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得分

年份
得分

人口城镇化 产业城镇化 多元城镇化 生态城镇化 生活城镇化 布局城镇化 综合得分

内蒙古 ０．０３９８ ０．１４１８ ０．１４３５ ０．０３１４ ０．１５３２ ０．０１７７ ０．５２７４

广西 ０．０３７７ ０．２１０３ ０．０９４１ ０．０３２９ ０．０５２３ ０．０７２７ ０．５０００

贵州 ０．０３５７ ０．１３８５ ０．０６５０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５１９ ０．０１７５ ０．３２３２

云南 ０．０３０２ ０．１３８４ ０．０４４９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４５８ ０．０３８４ ０．３１０９

西藏 ０．００９２ ０．１３６４ ０．０５８８ ０．０３３７ ０．０４６４ ０．０１５７ ０．３００２

青海 ０．０３５８ ０．１３１１ ０．０８４８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６０９ ０．０３３２ ０．３５６６

宁夏 ０．０３０６ ０．１４４３ ０．０６２９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５４２ ０．０１６９ ０．３２２１

新疆 ０．０２２４ ０．１２８７ ０．０９５１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６０７ ０．０９０２ ０．４１７８

表７　２０１９年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水平综合得分

年份
得分

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综合

内蒙古 ０．０６９０ ０．０７０４ ０．０６１６ ０．０２１９ ０．１５７９ ０．３８０８

广西 ０．０３５１ ０．１１４８ ０．０４８４ ０．０２９１ ０．１６００ ０．３８７４

贵州 ０．０７０１ ０．０６３８ ０．０５１９ ０．００７５ ０．１７８２ ０．３７１５

云南 ０．０６７８ ０．０７３７ ０．０６１１ ０．０１１１ ０．１５０９ ０．３６４６

西藏 ０．０１９８ ０．１２８９ ０．０９８３ ０．０００３ ０．１２０３ ０．３６７６

青海 ０．０１７５ ０．０６４２ ０．０６７４ ０．０１１１ ０．１４１９ ０．３０２１

宁夏 ０．１０００ ０．０３８０ ０．０５７１ ０．０３２７ ０．１１５１ ０．３４２９

新疆 ０．１２９０ ０．０３２７ ０．０５２９ ０．００３９ ０．１３８５ ０．３５７０

据得分将８个省份分为３类，在（０．３０，０．３５］区间
的为第Ⅰ类，分别有青海、宁夏等 ２个省份；在
（０３５，０．３７］区间的为第Ⅱ类，分别有西藏、云南、
新疆等３个省份；在（０．３７，＋∞）区间的的为第Ⅲ
类，分别有广西、内蒙古、贵州等３个省份。第Ⅰ类
地区乡村振兴水平较低，其中青海省产业兴旺排在

最后，宁夏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分别排在倒数第二

和第一。第Ⅱ类地区乡村振兴水平相对较高，其中
西藏在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上均排在第一，云南在

５个指标中居于中间水平，新疆虽然在乡村治理和
生态宜居上排在中下位置，但在产业兴旺上排第

一。第Ⅲ类地区乡村振兴水平最高，其中广西在生
态宜居、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上均排在第二，内蒙

古在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上均排在第

三，贵州在生活富裕上排在第一。

３．４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分析
根据熵值法计算得出权重及各指标的综合得

分，采用公式（１）计算得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
综合评价指数，基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度

模型的构建，运用耦合协调度分析方法，通过 ＳＰＳＳ
２５．０对我国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和

２０１９年民族地区各省份地域序列上的分析，分别得
出我国和民族地区各省份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２
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度Ｃ和耦合协调度Ｄ的数值（表
８、表９）。

由表８可知，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我国新型城镇化综
合评价指数一直呈缓慢上升的状态，但２０１９年出现
０．０００１的回落，说明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在平缓
上升的同时伴有不定因素的调整。乡村振兴综合

评价指数较新型城镇化而言其数值一直大于新型

城镇化的数值，表明我国乡村振兴效果较新型城镇

化效果明显，乡村振兴取得显著效果。乡村振兴综

合评价指数呈上升趋势，但在 ２０１８年出现拐点，
２０１９年上升到最高值，这是由于２０１８年国家提出
并制定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
由于该国家级战略规划在提出的那年国家进入调

整期，而后乡村振兴快速发展，全国各地高度重视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思想，强力推进乡村振兴

工作，不仅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乡村振兴的质量也

得到大大提升。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
耦合度Ｃ均在０．９５以上，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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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分析

年份
综合评价指数

新型城镇化 乡村振兴
耦合度Ｃ值 耦合协调度

Ｄ值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度

２０１０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３５７ １．０００ ０．１００ ２ 严重失调

２０１１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３６８ ０．９９６ ０．４５５ ５ 濒临失调

２０１２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３８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１２ ７ 初级协调

２０１３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４１０ ０．９５７ ０．８０５ ９ 良好协调

２０１４ ０．０１５３ ０．０４１２ ０．９６２ ０．８２９ ９ 良好协调

２０１５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４１７ ０．９６０ ０．８６２ ９ 良好协调

２０１６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４１８ ０．９９０ ０．９２０ １０ 优质协调

２０１７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４２０ ０．９９７ ０．９４９ １０ 优质协调

２０１８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４１８ ０．９９８ ０．９６０ １０ 优质协调

２０１９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４２３ ０．９９８ ０．９５１ １０ 优质协调

１．０００的最高值，表明在此期间我国新型城镇化与
乡村振兴一直处于较高的耦合阶段。从 Ｃ值可以
看出耦合度呈波浪状变化，说明我国新型城镇化水

平和乡村振兴水平在高度依存的同时，受个别因素

波动变化以及各地区区域发展差异参差不齐而使

整体水平受到影响，故耦合度 Ｃ值出现波浪状的
变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
合协调度Ｄ值波动较明显，就数值来看呈区间波动
变化，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 Ｄ值从 ０．１００快速增长到
０６１２，协调等级从２递增到７，耦合协调程度从严
重失调变为初级协调；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Ｄ值保持在
［０．８，０．９］之间，协调等级均为９，耦合协调度处于
良好协调阶段；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 Ｄ值在［０．９，１．０］区

间内，协调等级均为１０，耦合协调程度为优质协调。
从整体上看，耦合协调度 Ｄ值持续向上递增，在
２０１９年出现拐点，但耦合协调程度并未受到影响，
仍处在优质协调阶段。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耦合度 Ｃ值
始终高于耦合协调度Ｄ值，表明我国乡村振兴优于
新型城镇化而得到快速发展，同时我国新型城镇化

水平总体偏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未能得到良

性互动且处在较低阶段。

　　民族地区因自身经济发展、地理位置、人文等
因素影响，导致各地区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

展水平差异较大，故耦合度会有所不同，耦合协调

度也会随之不同。本研究选取２０１９年为代表年，对
民族地区各省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

度进行分析（表９）。

表９　２０１９年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

地区
综合评价指数

新型城镇化 乡村振兴
耦合度Ｃ值 耦合协调度

Ｄ值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度

内蒙古 ０．０３１０ ０．０１７４ ０．９７７ ０．８９３ ９ 良好协调

广西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１６９ ０．９９６ ０．７８３ ８ 中级协调

贵州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１８０ ０．８１６ ０．６１９ ７ 初级协调

云南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１７２ ０．７６９ ０．５３４ ６ 勉强协调

西藏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１９５ ０．１９９ ０．３１５ ４ 轻度失调

青海 ０．０１７７ ０．０１３６ ０．３６９ ０．２２９ ３ 中度失调

宁夏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１６９ ０．８８５ ０．５８１ ６ 勉强协调

新疆 ０．０１８５ ０．０１７９ ０．９２０ ０．６９２ ７ 初级协调

　　由表９可知，２０１９年民族地区各省份新型城镇
化与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有明显差异。从新型

城镇化发展角度来看，综合评价指数最高的是内蒙

古，为０．０３１０，最低的西藏为０．０１２８，表明内蒙古
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其他７个省份更快；从乡村

振兴发展角度来看，综合评价指标最高的是西藏，

为０．０１９５，最低的青海省为０．０１３６，表明西藏在乡
村振兴发展上取得的效果比其他７个省份更明显。
从整体来看，贵州、云南、西藏、宁夏的乡村振兴综

合评价指数均高于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数，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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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４个省份的乡村振兴效果比新型城镇化效果更明
显；内蒙古、广西、青海、新疆的新型城镇化综合评

价指数则高于乡村振兴综合评价指数，表明这４个
省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取得了显著效果。

由表９还可知，内蒙古、广西、新疆的耦合度较
大，均在０．９以上，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处于较高
的耦合阶段，呈现出较高的耦合效果；西藏和青海

省的耦合度Ｃ值较低，分别为０．１９９、０．３６９，新型城
镇化与乡村振兴处于较低的耦合阶段，耦合效果不

佳。除了西藏外，其他７个省份耦合度 Ｃ值均大于
其耦合协调度Ｄ值，表明西藏的新型城镇化先于乡
村振兴得到发展，且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较低，其他７
个省份则与其相反。根据耦合协调等级划分标准，

２０１９年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
程度可分为６类，即中度失调、轻度失调、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其中中度失调的有

青海省，轻度失调的有西藏自治区，勉强协调的有

云南和宁夏２个省份，初级协调的有贵州和新疆２
个省份，中级协调的有广西壮族自治区，良好协调

的有内蒙古自治区。

４　结论与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法对我国

和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度的研究

结果可知，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
兴综合发展水平总体稳步提升，而民族地区新型城

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有明显差异。基于我国新型

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２０１９年内蒙古、广西
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达到同期全国水平之上，其

他民族地区均在全国发展水平之下；民族地区８个
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均在同期我国发展水平之

下。２０１９年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
协调度最好的省份是内蒙古，为良好协调，距同期

我国两者耦合协调度为优质协调还有一定距离。

本研究分别就如何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提出对策建议。

由新型城镇化指标权重结果可知，在一级指标

中，权重最大的是多元城镇化，为３２．３３％，在二级
指标中城镇每１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机构数、城镇人
均实际利用外贸金额的权重排在第１、第２位，分别
是１０．１４％、９．９２％，说明多元城镇化建设效果最明
显，基础建设取得的效果较好。人口城镇化权重在

一级指标中最小，为４．９５％，其中二级指标权重较

小的是城镇化人口比重、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分别

是０８７％、０．９３％。城镇化人口比重是新型城镇化
建设的一项重要指标，应加强乡村人口向城镇转

移；建立奖励机制鼓励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增强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积极发展二、三产业，壮

大二、三产业队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绿化

设施的建设。

由乡村振兴指标权重结果可知，在一级指标中

权重最大的是产业兴旺，为 ２６．０８％，在二级指标
中，农村用电量权重最大，为１０．５０％，乡（镇）文化
站次之，为９．９７％。农业产业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
一定阶段以农业经营形式出现的产物［２４］，本研究结

果说明我国农业产业化组织在不断壮大，农林牧渔

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特色优势产业的集聚、促进农

民增收和多渠道就业等取得了明显成效。治理有

效指标权重在一级指标中最小，为３．２４％，单位耕
地面积化肥施用量的权重在二级指标中最小，为

１５８％。农村治理是乡村振兴建设的重要指标，政
府应加大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增加其在公共预算支

出的比重，为农村政治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应推

广使用有机肥，在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保护生态

环境。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综
合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乡村振兴发展速度比新型城

镇化发展速度要快，主要原因是我国新型城镇化自

改革开放以后加快发展，直至２０１０年开始从快速增
长阶段步入稳步提升阶段，而乡村振兴发展处在提

速增长阶段。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

调程度从严重失调提升至优质协调，表明我国新型

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进程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国

家政策的实施有力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新型城

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城

乡一体化的问题，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

在，要彻底从传统乡土社会过渡到现代化社会，必

须坚决打破传统二元结构的束缚，建立城乡一体化

协调发展的统一思想，处理好城乡之间相互依赖、

相互配合的关系，加强城乡有机融合发展，进而促

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存在较

大差异。第一，达到良好协调和中级协调的地区分

别是内蒙古和广西，内蒙古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排

在第１位，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排在第２位；广西新型
城镇化水平排在第２位，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排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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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位。说明内蒙古、广西、新疆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
振兴耦合效果处在较高阶段，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

兴的发展水平较高，两者能够良性互动，且效果显

著。内蒙古是农业大省且经济实力较强，位于中俄

边界，紧邻蒙古国，拥有与沿线国家经济融合和文

化包容的地理优势［２５］，内蒙古应积极参与、投入到

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去，为经济发展助力。构建

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和中南地区开放

发展的战略新支点、形成“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

要门户是国家给广西的三大定位，因此广西应发挥

自身优势，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合作，增强

经济实力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有机融合。

第二，贵州、新疆和云南、宁夏分别为初级协调和勉

强协调地区，贵州、新疆、云南、宁夏４个地区的新型
城镇化发展水平分别排在第５、第３、第７、第６位，乡
村振兴发展水平分别排在第３、第６、第５、第７位，表
明这些地区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效果较

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中等偏下。贵

州、云南、新疆、宁夏分别处于我国西部和西北部，

受长期西部、西北部地区综合经济实力落后的影

响，其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也因此受

到影响。应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建设，

改善城乡融合发展环境，促进西部、西北部地区与

东部地区的贸易往来，因地制宜，发挥自身条件优

势，深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在提升综合实

力的同时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第三，西藏和青海分别为轻度失调和中度失调地

区，西藏和青海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分别排在第

８、第４位，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分别排在第 ４、第 ８
位。表明这２个地区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
效果最低，城乡融合发展不协调，是经济综合发展

水平较落后的地区。西藏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相对

较高，主要是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积极推动乡

村旅游业的发展，将乡村旅游与脱贫攻坚有机衔接

起来［２６］。因此，西藏应以政策的有效实施为保障，

发挥旅游优势产业，提升经济活力，调整产业结构，

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达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的有效衔接。青海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这与其所处地区的特殊性、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和人

文变迁的复杂性有关。青海省作为以畜牧业为主

的地区［２７］，应充分推进畜牧业的现代化发展步伐，

在以寺院为中心的农牧交易中心构建商品经济交

易和民间贸易平台，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深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农民生活水平，促进

城乡一体融合发展，进而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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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集聚、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绿色发展
———基于空间异质性视角

杨秀玉，魏秀文

（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山东济南２５００１４）

　　摘要：在分析农业产业集聚和农业面源污染对农业绿色发展影响机制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测算我国２００３—
２０１９年的农业绿色发展指数并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运用空间杜宾模型（ＳＤＭ）重点分析农业产业集聚和农业面源污
染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经历先升后降的过程，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地区

间的同质溢出效应高于异质溢出效应；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农业产业集聚显著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而

农业面源污染不利于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且农业产业集聚、农业面源污染对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具有区域

异质性。进而提出建立利益、生态补偿机制，加强农业产业集聚的区域化合作与交流，加大政府环境治理投入，严格控

制排污总量，加大绿色农业科技研发投入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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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中国经济保持稳步增长的
关键在于转变原有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实施绿

色发展，即将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放到同经济发展

同等重要的地位。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农业绿色发展问题，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富

裕、生态良好”的绿色发展道路，不断出台文件推动

农业绿色发展，开启了农业绿色发展的新时代。

“十四五”规划更是将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

工作的重中之重，指出“强化绿色导向”“不断提高

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农业绿色发展既是农业

本身发展的需要，其辐射作用（外溢）对国家层面的

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道路的实现也有重大影

响。“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农业生产

结构和区域布局”“推进农村改厕、生活垃圾处理和

污水治理，实施河湖水系综合整治，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在农业转变增长方式、实行绿色发展过程

中，农业产业聚集情况和农业面源污染是不可忽视

的方面。因此，本研究在理论分析农业产业集聚和

农业面源污染对农业绿色发展影响机理的基础上，

实证检验它们之间的影响，旨在准确评价中国农业

绿色发展水平及其演变规律，以期为优化农业绿色

经济的空间结构、协调不同地区绿色农业发展提供

理论依据。

１　文献综述

１９８７年联合国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此后
学者们对绿色发展理论展开了广泛研究［１－４］。国内

外学术界对绿色发展的概念进行多维度的阐释，普

遍认为绿色发展是累积财富和提升福利的重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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